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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崇宁恒星观测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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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北宋崇宁时期的恒星观测问题,以前学界了解甚少。 本文通

过分析一批新的古代恒星数据,发现崇宁年间其实进行过一次与皇祐时期规模

相似的大型恒星观测活动。 在剔除这批数据中人为构造的成分之后,计算其观

测精度与年代,发现崇宁恒星数据的观测精度明显优于皇祐星表,是目前所见北

宋恒星观测的最高水平。 本文认为北宋时期是天文观测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
这一时期的天文观测者重视浑仪细节,追求观测数据精密性,展现了与汉唐时期

天文学不同的特质。 崇宁观测是这一全新趋势的最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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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着 2
 

000 余年以浑仪观星的历史,北宋是其中尤其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

此期间,中国古代恒星观测进入了兴盛阶段。 北宋官方至少进行了 7 次恒星观测活动,其
中有 4 次的观测数据留存至今。 这些数据包括景祐、皇祐所测周天星官坐标,以及元丰、
崇宁时期测量的二十八宿距度。 前人已根据以上 4 次所测二十八宿距度数据,对该时期

内恒星观测的进步进行了探究,并认为在这 4 种北宋恒星数据中,崇宁所测数据的精度达

到了最高水平。[1-2]
 

事实上,作为北宋最后一次恒星观测,崇宁恒星数据应该代表了整个

宋朝的最高成就,并很可能是元代郭守敬之前的最高水准。 南宋偏安一隅,所铸浑仪形制

较小,且未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恒星观测,难有超越北宋之可能。 ([2],246 页)
但可惜的是,相比于景祐、皇祐时期,崇宁观测留下的资料极少,学界此前所见仅有

《宋史·律历志》中“纪元历”部分保留的二十八宿距度。 一方面,崇宁时期是否对其他恒

星也进行过测量,尚属未知;另一方面,仅凭这些数据并不足以全面了解崇宁时期的观测

水平。 故而前人只能以《皇祐星表》作为研究北宋恒星观测水平的最佳文献。 ([3],98、
168 页)

笔者最近有幸发现了一部分崇宁时期流传下来的恒星观测数据。 这批数据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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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但仍然能够证明崇宁年间进行了规模不亚于皇祐时期的恒星观测,而且其反映出的观

测水平更是在皇祐时期之上,可以说是北宋恒星观测最佳水平的真正代表。 不仅如此,通
过对崇宁时期观测精度提升原因的进一步考察,本文也揭示了北宋时期天文观测趋向精

密化的重要转向。 这些成果将对重新考察宋元时期天文学快速进步的原因以及思考宋元

之间天文学发展连续性的问题提供帮助。 本文将对这批资料的可靠性、精度、观测年代以

及背后反映的仪器变革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待方家指教。

1　 新发现的崇宁恒星观测资料

崇宁观测是北宋恒星观测史的一个缺环。 长期以来,虽然学界普遍认同崇宁二十八

宿距度取得了北宋最高观测精度,却因材料限制而不能确定该时期是否对其他恒星进行

过观测。 由于数据样本有限,研究者无法将其与皇祐、景祐等大型测量活动进行对比研

究,因此很难对其历史地位给出恰当的评价。
南宋天官邹淮在《星象考》中曾记载周天星官数据中“皇祐所测与崇宁所测,(有)①

其间有分秒不同者,并从崇宁为准云”。[4]
 

邹淮在编撰占书时要记录恒星的观测数据,他
明确提到有皇祐、崇宁两种可参考的数据。 由此看来,崇宁期间应该至少测量过一些内外

星官的数据。 皇祐、崇宁两次观测数据在南宋依然受到天官重视,而邹氏“并从崇宁为

准”,则二者之中崇宁数据更有权威性。 因此,崇宁时期的恒星观测在宋代的重要性是显

而易见的。 但崇宁时期的测量规模有多大? 测量精度如何? 使用了什么仪器? 这些问题

的答案依旧空白。 幸运的是,崇宁时期所测恒星资料并没有完全堙灭在历史中,有一部分

还保留在明初钦天监编纂的大型占书《大统通占》之中,它们正是崇宁时期进行过二十八

宿距度之外的恒星观测的直接证据。

图 1　 《大统通占》中引用的《增广考异》恒星数据

① 此处疑为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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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通占》成于明初,内容丰富,引用了许多前代文献中记录的恒星数据。 与崇宁

观测有关的数据,便来自于其引用的《增广考异》一书(图 1)。 这本书久已散佚,但通过

搜索各家书目文献与占书内容,可以发现其全名很可能为《增广天文考异》。 上文提到的

南宋天官邹淮,曾“汇集历代灾祥之占”而成《天文考异》一书。 二者书名相关,又兼有崇

宁数据①,故《增广(天文)考异》可能由《天文考异》增补而成。
首先,《增广考异》中的数值采取了“少”、“半”、“太”等格式,与现存的崇宁宿度形式

相同,说明这批数据是元代之前所测②。 此外,《大统通占》中所转载九宿距度(表 1)与史

籍记载的崇宁宿度也完全一致。 除距度之外,这九宿去极度亦存,为以往学界未见的内

容;通过简单计算可知,其年代指向、精度水平与崇宁距度非常契合。 薮内清、薄树人、潘
鼐等学者根据崇宁二十八宿距度,计算出观测误差为 0. 15°或 0. 156°。 ([1];[2],246
页) 而笔者根据《增广考异》所载九宿距星去极度数据,计算出其相对于崇宁五年(1106)
真实恒星位置的平均误差为 0. 14°(8. 2′),二者年代与精度水平相仿。 综上,这份材料与

崇宁时期的观测有密切联系。

表 1　 《大统通占》所转载九宿崇宁距度与去极度

宿名 亢 氐 井 鬼 柳 星 张 翼 轸

距度 9 少 16 33 少 2 半 13 太 6 太 17 少 18 太 17

去极度 97 少 103 少 68 半强 70 半强 83 96 半 102 少 105 少 104 少

除了上述九宿本身的数据之外,《大统通占》中还按照三垣二十八宿体系的顺序,依次

引用了隶属于紫微垣以及这九宿的星官数据。 之所以只有一垣九宿,是因为《大统通占》现
仅存 16 卷,恒星部分本身便不完整。 不过,现存的《大统通占》在这一垣九宿下现存星官条

目中皆引《增广考异》恒星数据,几乎无一例外。 可见全本《大统通占》中这些恒星数据应

当涉及全天星官。 结合上述邹淮之言,可以推测崇宁时期应该也像景祐、皇祐时一样,对
每一座星官都进行了一些测量。 虽然现存数据并非原测全貌,但依然为重新评价崇宁观

测的历史地位、弥补宋元恒星观测史的断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具备极高的历史价值。

2　 崇宁恒星数据分析与计算

《增广考异》恒星数据包括紫微垣、亢氐井鬼柳星张翼轸等九宿及内外星官 76 座共

计 306 条。 这些恒星数据同时具备去极度与赤道内外度,可互相参校,以便修正数据传抄

之误。③
 

值得注意的是,《增广考异》给出了绝大部分星官的全部成员星坐标,而崇宁之前

①

②
③

邹淮在编纂《星象考》 时,拥有完整的崇宁恒星数据。 据四库馆臣推测,《星象考》 恰有可能源自《天文考

异》。[4]

元代之后皆使用百分位来表示。
例如,天棓南星“入箕宿二度,去极四十三度,在赤道内四十七度半强”,去极 43 度与赤道内 47 度半强相加为

90 度半强,与四分之一个周天(九十一度少强)相比少 0. 75 度;两个数据中,显然是去极度漏抄“太”字致误

更为可能,故去极度应为四十三度太。 若不易判断二者中的错误数据,则需要参考实际坐标进行校对:如去

极度更接近实际坐标,则调整赤道内外度,反之则调整去极度。 笔者一共对 18 颗恒星数据进行了类似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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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表(如《景祐星表》、《皇祐星表》等)在大多数星官中仅给出距星或少数亮星的坐标;
因此《增广考异》提供的恒星坐标数量远远超出了传统星表的范围。

但本文认为,崇宁时期实际观测的星可能并未超出传统范畴。 与传统观测星相比,
《增广考异》所载的其他恒星数据可证认性很差。 在全部 306 个数据中,仅有 204 个周围

2°范围内存在可证认的恒星。 在这 204 条数据中,一些记载值虽然周围 2°内有星可证,却
过于暗淡,对应关系并不明确。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传统距星的记载值能明确对应某颗恒

星。 如图 2① 两星官的距星梗河大星、亢池北星分别与 HIP
 

72105、HIP
 

70027 有着较好的

对应关系;而两座星官的非距星则只能根据相对位置勉强证认。 图 3 与图 4 中的传统星

与非传统星也有着相似的差异。 因此,这些非距星的记载值不似实测所得。 另外 102 个

记载值则在 2°范围内找不到对应恒星。

图 2　 据《增广考异》恒星数据绘制出的梗河与亢池

虽然大部分记载值无法证认或证认关系比较差,但记载值所勾勒出的形状与星图上

的传统星官形象却十分接近,如“骑官”(图 3)、“器府”、“天庙”等星官,说明这些数据可

能是根据某份星图构造所得。 轩辕星官的错误构型巧妙地验证了这个推测(图 4)。 轩辕

星官 17 星在天空中比较明显,但记载值勾勒出的位置(粗线)与星空中的实际位置(细

线)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星空中的轩辕南四星到轩辕南五星的连线向上折,而记载值中

二者连线向下折,导致记载值从轩辕南五星到轩辕尾各星都与星空中真正的轩辕星官

(细线)存在较大偏离。 这些偏离的记载值周围并无可证认亮星,基本可以排除认星错误

的可能。 无独有偶,苏州石刻天文图中出现了与这些记载值相同的偏差。 这说明,当时流

传的一些星图版本中便存在着错误的轩辕星官,上述记载值偏差应该源于以这种错误星

图为蓝本的构造。 综合判断,这些非传统观测范围的记载值数据应是根据某份星图构造

所得。
因此,本文将《增广考异》中与《皇祐星表》重叠的 92 颗“传统星” (大多为星官距星)

① 图中圆点代表依据现代依巴谷星表数据计算的 1106 年星空背景,坐标网格一格为 1°;其中 为星官各记载

值的位置。 其他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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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据《增广考异》数据绘制的骑官与苏州图之骑官

图 4　 据《增广考异》数据绘制的轩辕与苏州图之轩辕

单独整理为表 2 进行计算。 由表 2 可知,大多数星的赤纬误差在 0. 25°之内,甚至不少在

0. 1°以下,如阴德 0. 01°,天玑 0. 02°,它们在《皇祐星表》中则分别为 0. 24°与 0. 53°。 由

此看来,这些恒星数据不大可能是基于其他星表数据构造得到。 另外,笔者整理了赤纬随

机误差①分布图列于图 5 左侧,图中传统星随机误差正负两侧分布均匀,与真实观测中的

随机情况相符。 图 5 右侧非传统星的赤纬随机误差分布则相当不均匀②,与真实观测的

结果区别明显。 因此,表 2 传统星数据基本可以确定是真实观测的结果。 另外,虽然不

能排除有少数非传统星也是实测,但这应当不会对计算结果产生太大影响。

①
②

赤纬随机误差是由赤纬误差去掉系统偏差之后得到的。
由于篇幅限制,不再列出非传统星的数据。



　 176　　 自　 然　 科　 学　 史　 研　 究 43 卷　

12

60

50

40

30

20

10

0

35

30

25

20

15

10

5

0

�
G
�
�
�

B�9
���

�
G
�
�
�

C4L�B�����5�� C4L�B������5��

50

13

4 3
8

2

9
12 13

4

31

25

18

<-1.25 [-1.25,-0.75) [-0.75,-0.25) [-0.25,-0.25) [0.25,0.75) [0.75,1.25) >=1.25

B�9
���

<-1.25 [-1.25,-0.75) [-0.75,-0.25) [-0.25,-0.25) [0.25,0.75) [0.75,1.25) >=1.25

图 5　 传统星与非传统星赤纬随机误差分布

利用傅里叶分析可以直观地展示一组古代恒星数据的年代与系统偏差。 若表 2 数据

实际观测年代为 Tr ,在该年代前后设置多个时间间隔固定的假设观测年代 Ti
s ,然后以现

代星表为基础、利用岁差公式推求出表 2 证认星在各个年代的恒星赤纬 Di
s ,再将 Di

s 与古

代记载值 Dr 比较,得到差值 δi = Di
s - Dr 。 在随机观测误差分布均匀的情况下,此差值可

以变换为以下形式: δi = C + n(Ti
s - Tr)cosα 。 其中 C 为常数项,代表赤纬观测值的系统

偏差,该偏差与观测仪器的北极照准误差有关;一次余弦项 Ai =
 

n(Ti
s - Tr)cosα 表示 赤纬

观测的年代系统误差,其中 n = 0. 5567° / 百年,是与岁差相关的常数项 ,α 为恒星赤经。
当余弦项系数 n(Ti

s - Ti
r) 为 0 时,有 Ti

s = Ti
r ,即假设年代为实际观测年代。 本文设置了

崇宁观测前后共 90 年间(1060—1150)以 10 年为间隔的 10 个年代,并计算各年代的常数

项、余弦项系数及误差标准差。 如图 6 所示,假设年代为 1100 与 1110 的两条曲线最接近

水平,代表观测年代便在二者之间。 由表 3 可知,各假设年代求得的观测年代皆为 1106
年。 图 7 显示,当假设年代设为 1106 年时,余弦项系数为零,拟合曲线完全水平,证明这

批数据应为崇宁年间所测。 分析结果还显示,这批崇宁观测值的系统偏差约为 0. 088°
(5. 3′),随机误差为 0. 372°(23. 3′)。

为了更好地比较崇宁与皇祐观测的精度水平,笔者特意挑选了皇祐星表中与表 2 共

有且证认结果一致的 83 颗星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皇祐观测的赤经误差为 53. 9′,赤纬随

机误差为 30. 3′,系统偏差为 17. 9′;而崇宁观测的赤经误差为 42. 4′,赤纬随机误差为

23. 6′,系统偏差为 2. 7′。 故崇宁的北极校准较皇祐有了很大提升,但赤经、赤纬观测精度

皆仅为皇祐的 1. 3 倍左右,进步幅度似乎并不显著。 但是应当指出,上述数据不能代表

《皇祐星表》与完整《崇宁星表》的误差比。 上述 83 颗星中,北极附近的星占比超过 1 / 3,
而在完整的北宋星表中,北极附近的星仅占 1 / 10 左右。 在观测实践中,北极附近的星多

数较暗,不易观测,误差也较寻常星大。 去掉北极周围 30°之内的星后,崇宁星表的赤经、
赤纬观测精度分别为皇祐的 1. 64 和 1. 74 倍。 故崇宁恒星观测的真实精度应为皇祐的

1. 7 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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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060—1150 年的赤纬误差傅里叶拟合曲线

表 3　 崇宁恒星纬度误差分析结果(1060—1150)

假设年代 Ts 常数项 c(°)
余弦项系数

n(Ti
s -Tr )(°)

指向年代 Tr 误差标准差(°)

1060 -0. 0871 -0. 2612 1106. 9193 0. 5988

1070 -0. 0870 -0. 2615 1116. 9732 0. 5904

1080 -0. 0876 -0. 1495 1106. 8547 0. 5839

1090 -0. 0877 -0. 0936 1106. 8080 0. 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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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假设年代 Ts 常数项 c(°)
余弦项系数

n(Ti
s -Tr )(°)

指向年代 Tr 误差标准差(°)

1100 -0. 0879 -0. 0376 1106. 7595 0. 5771

1110 -0. 0879 0. 0184 1106. 7038 0. 5768

1120 -0. 0880 0. 0744 1106. 6427 0. 5786

1130 -0. 0879 0. 1304 1106. 5763 0. 5825

1140 -0. 0879 0. 1865 1106. 4990 0. 5883

1150 -0. 0877 0. 2426 1106. 4218 0. 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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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106 年的赤纬误差傅里叶拟合曲线

3　 北宋恒星观测的精密化

崇宁恒星观测能够在皇祐观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离不开北宋官方在观测实践与仪

器铸造上的持续探索。 以往对于中国古代恒星观测发展的总体印象是渐进式、逐步发展

的。 但细心考察可知,从汉至唐,恒星观测精度总体并无明显进展,在千余年中始终停滞

于同一水平;与之相对,北宋时期的恒星观测则呈现出一种快速发展的状态,在一个世纪

内接连取得突破。 崇宁观测在这一系列观测活动中时间最晚,精度最高,代表这一特殊时

期天文观测发展的最终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前人在研究星表的过程中对其观测精度最为关注,但本文并不打算停留在这一层

面,而是想探究其背后的进步原因。 相比汉唐时期,北宋天文学家则更多体现了对精

细化观测的追求,这是中古之后天文学走向成熟化、精密化的关键因素。 这种新的诉

求多数时候是通过观测仪器的细节体现出来的。 古代恒星观测所使用的主要观测仪

器是浑仪。 在北宋沈括《浑仪议》及苏颂《进仪象状》中,可以看到北宋天文学家对于浑

仪细节如何影响观测精度已经有了非常精深的讨论,这样细致的讨论在此前文献中尚

未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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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至唐,浑仪结构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李淳风的三重浑仪及一行的黄道游

仪代表了成熟的浑仪结构,除了最基本的赤道之外,还有着黄道、白道等代表日月五星运

行轨道的规环。 北宋浑仪大体承袭唐代,并未增添新的规环,甚至有所简化。[5]
 

不过,我
国古代天文观测主要为赤道体系,其精度与黄、白道的增设无关,而是体现在北极校准度、
规环偏心率、窥管结构、刻度均匀及粗细程度等方面[6] 。

唐代前期,以张衡《浑天仪注》为代表的经典浑天说处于统治地位,而浑仪则是这种

宇宙论的器物代表。 尽管李淳风、一行等人通过测量发现地中(阳城)、长安的北极高度

与经典浑天说的“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并不吻合,但依旧以 36 度为标准北极高度来铸造

浑仪。 长安的北极高度约为 34. 8 度,所以仅这一项便为其观测数据带来了 1. 2 度的系统

误差①。 北宋浑仪则展示了一系列新的北极高度数据,这些数据为实测所得。 沈括在《浑

仪议》中重测极星去北极度数,其实也很好地展示了北宋天文学家如何定位北极:“使人

目切南枢望之,星正循北极枢里周,常见不隐,天体方正。”②
 

当极星恰好循浑仪枢轴内壁

运动时,浑仪极轴便与天轴恰好对应。 宋都汴梁北极出地约为 35. 29 古度,至道浑仪首次

突破了传统学说,采用了 35 度的北极高度,大大降级了系统误差;而皇祐、元祐浑仪更进

一步,不再满足于整数数据,而分别采用 35 度少强(35 4
12

度)与 35 度少弱(35 2
12

度)这样

的精细分数。 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也反映了北宋观测者并未遵循一个固定的值,而是在

观测过程中不断调试以接近最真实的北极高度。 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崇宁观测的系统偏

差降低到了不足 0. 1°,达到了空前的精度。
规环偏心率、刻度均匀程度并无直接史料记载,它们与金属环铸造工艺及度量水平有

关;若规环偏心率过大或者刻度不均匀,即便观测过程再细致也不可能取得精确的结果。
据一行所述,当时灵台所用斛兰浑仪便存在“度刻不均”的问题。 由于去极度是以浑仪南

极为起点进行度量,期间每一个刻度的误差都会累积到后面的读数上,因而所带来的误差

可能会较大,那些较大的误差可能是这些因素带来的。 石氏星表中随机误差超过 2°的数

据占据 14. 1%,景祐星表占据 7. 3%,而皇祐、崇宁观测则分别降至 0%。 ([8],96、183-
211 页) 这体现出北宋尤其是皇祐之后的浑仪铸造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圈环趋于正圆,刻
度近于均匀。

窥管结构也是影响观测精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沈括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 古人使用

窥管定位天体时,其视线可能相对于窥管中轴线有一定的偏角。 宋代之前的浑仪窥管口

径皆为“一度半”,沈括指出,“若人目迫下端之东以窥上端之西,则差几三度”。 他对窥管

进行了改造,使下端口径仅三分,上端为一度半,这样视野中两端便会大小相等,使“人目

不摇,所察自正”。 ([7],958 页) 沈括所举是极端的情况,一般情况下观测者会将观测目

标置于窥管上端视野中央,而人眼在窥管下端的游离所造成的随机误差约在±0. 75°之
内。 皇祐浑仪降低了窥管孔径相对于长度的比例,使随机误差降低到 0. 6°以内,故皇祐

①
②

一行所测二十八宿去极度相对于开元十二年(724)理论值的误差为 1. 04 度,与此接近。
中华书局点校本原文作“……星正循北极,枢里周常见不隐……”([7],958-959 页),不可解。 此据上下文意

重新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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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的随机误差的 1°溢出率仅有 9. 1%,甚至低于崇宁观测(12%)。 ([8],96 页) 这些

改变说明宋人对于人眼游离误差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 可惜的是,元祐时期苏颂等人铸

造新浑仪时可能出于从古心理或其他原因,并未继承以上两种改进,而是使用了旧的窥管

比例。 据下文可知,崇宁观测所用即为元祐浑仪,故其在 1°以上的随机误差比例相对于

皇祐反而更多(表 4)。
在浑仪铸造日渐成熟的情况下,系统误差及大于 1°的随机误差逐渐消减。 但要继续

提高观测精度,还需要提高其“分辨率”,即读取更小数量级的坐标。 汉代石氏星表已经

存在这种倾向,许多坐标读数精确到“少”、“半”、“太”等,但由于汉代浑仪铸造水平尚不

成熟,误差较大,读数的精细化并不能凸显其意义。 唐代一行及北宋景祐进行的恒星观

测,多数仅精确到 1 整度,仅有少数读取到半度;皇祐、元丰时期读取至半度成为常规情

况,甚至有个别数据精确到四分之一度。 而崇宁观测则进一步提高了读数精度,姚舜辅等

对此进行解释:“诸历赤道宿次,就立全度,颇失真数。 今依宋朝浑仪校测距度,分定太、
半、少,用为常数,校之天道,最为密近。”([7],1857 页)

理想情况下,最小刻度或者读数决定了随机误差的理想误差范围。 当排除其他误差

时,随机误差应小于坐标数据最小数量级的一半。 在实际观测中,由于瞄准有误或者仪器

刻度不均等问题,实际产生的随机误差要超出理想范围。 但这种细化读数对精度提升依

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表 4 中列出了各星表在不同误差范围内的随机误差绝对值比例。
可见,由于景祐星表最小读数为 1 度,0—0. 5 度为其理想误差范围,因此该范围内的数据

量要远超 0. 5—1 度内的误差;但 0—0. 25 度与 0. 25—0. 5 度范围内随机误差所占比例则

相差不大。 在皇祐星表所使用的最小读数(0. 5 度)之内,0—0. 25 度属于理想误差范围,
与同等长度(0. 25—0. 5 度)的误差范围相比,聚集在这个范围的数值最多,这体现了最小

读数(或刻度)的约束作用;而皇祐随机误差落在 0—0. 125 度之间与 0. 125—0. 25 度之间

的比例分别为 21%与 17%,相差不大,这证明皇祐恒星观测使用的浑仪并未将 1 度进行

四分。 而崇宁数据使用了四分细化读数(0. 25 度),0—0. 125 度属于其理想误差范围,所
以与同等长度(0. 125—0. 25 度) 的误差范围相比,被约束在这个范围的数值占比最多

(31%)。 因此,在北宋时期浑仪铸造工艺成熟的背景下,读数的精细化有效地提升了观

测精度。

表 4　 北宋前各星表随机误差绝对值分布

石氏(N = 85) 景祐(N = 178)

误差范围(度) 数量(比例) 误差范围(度) 数量(比例)

[0,0. 125)
[0,0. 0625) 8(9%)

[0. 0625,0. 125) 5(6%)

[0. 125,0.
 

25) 10(12%)

[0. 25,0. 5) 20(24%)

[0,0.
 

5)
[0. 125,0.

 

25) 41(24%)

[0. 25,0. 5) 37(21%)

[0. 5,1] 20(24%) [0. 5,1] 48(27%)

>1 22(26%) >1 50(28%)

皇祐(N = 339) 崇宁(N =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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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误差范围(度) 数量(比例) 误差范围(度) 数量(比例)

[0,0.
 

25)
[0,0. 125) 72(21%) [0,0. 125)

[0,0. 0625) 13(14%)

[0. 0625,0. 125) 16(17%)

[0. 125,0.
 

25) 57(17%) [0. 125,0.
 

25) 21(23%)

[0. 25,0. 5) 102(30%) [0. 25,0. 5) 20(22%)

[0. 5,1] 77(23%) [0. 5,1] 11(12%)

>1 31(9%) >1 11(12%)

那么,这些分数是否是估读得到的呢? 沈括曾提到,宋代浑仪上一般施银丁或者齿,
是因为“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则以手切之也” ([7],960 页)。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此前一

行、景祐、皇祐观测数据仅读取至半度,这样的数据并不需要灯火辅助即可估出。 不过,崇
宁观测值有相当多的去极度与赤道内外度数据不仅读取至“少”、“半”、“太”,还有“强”、
“弱”这样的估读表示,如“上宰去极三十度太强”(30. 75 度+)。 无论如何,这样的表述方

式不太可能是整度下的估读,更像是基于四分细化刻度进行的估读。 因此,可以合理推测

崇宁观测读取数据的方式相对前人已有改变:他们不仅使用灯火照明辅助读取,且浑仪规

环上还可能将 1 度分为了四个细化刻度。 南宋乾道四年(1166),太史局使用高宗前期制

造的小浑仪测验,得到“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弱”、“太阴北去角宿距星二十一度少弱”、
“土星在赤道虚宿六度半弱”等结果。 ([7],1924-1926 页) 这架小浑仪度距更为狭窄,若
无细化刻度,仅就整度来估读,不可能做出这样细微的估读。 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其上标

有四分细化刻度,这种细化刻度显然应该继承自北宋。
崇宁时期的最新浑仪是苏颂等人铸造的元祐浑仪。 《新仪象法要》中记载了元祐浑

仪的结构及其部分观测数据,其中也有着四分刻度存在的痕迹。 卷中“四时昏旦中星图”
中除了给出《礼记·月令》、唐及元丰所测中星度之外,还在最后添加了小注,小注内容为

日躔位置,应为苏颂以新仪所测。 这些数据以四分刻度估读的形式给出,如春分晓时“日

在奎一度少弱”,秋分昏时“日在轸五度半弱”。[9]
 

结合崇宁数据形式,可以推测元祐浑仪

之上可能已经具备了四分刻度①,崇宁观测所用应为此浑仪。 细化刻度的使用是浑仪发

展史上的一个细小却重要的创新,崇宁星表揭示了北宋时期便可能已经存在四分的细化

刻度。 不可否认的是,刻度或读数的细化,是 12 世纪天文观测精密化思潮下的一个重要

转向,对恒星观测精度的提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结　 语

在我国历史上,北宋是铸造浑仪数量最多和恒星观测最为密集的时期之一,而且在这

一时期所进行的大量观测实践及积累的新仪器技术,又为后世郭守敬在恒星观测和仪器

① 日躔数据一般无法直接测量,但是元祐浑仪属于水运仪象台的一部分,其窥管可以与太阳同步运转。 即便该

组数据是以传统方式借助金星等天体间接测量,若无细化刻度也无法得到如此小的数据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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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上取得更大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尽管目前学界已认识到北宋恒星观测的最高成就应

存在于崇宁时期,但由于该时期留下的恒星观测资料过少,学界只能依据二十八宿距度对

其略作考究。 而笔者近来发现明抄本《大统通占》中存有许多崇宁时期的相关观测资料,
在对其中人为构造的部分进行剔除之后,提取出崇宁时期实测的恒星观测数据。 基于这

份全新的材料,本文对崇宁恒星观测的精度进行了重新计算,发现其相对于皇祐星表有了

显著提高。
北宋是中国恒星观测史上的关键节点。 这一时期的天文学家格外关注“细节”对于

天文仪器及观测精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观测实践、对误差也有了实在、深入的分析,并
对观测仪器有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仪器及观测精细化的追求是 11 世纪天文学相对于

中古时期的明显不同之处,为下一个时代中国天文学巅峰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对精

度的追求在元代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郭守敬认为“昔人以管窥天,宿度余分约为太半

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线推测,于余分纤微皆有可考” [10] 。 郭守敬将一度进一步划分成

了十格,使恒星坐标的精确性在理论上达到了 0. 05 度;又辅以二线定位,大体消除了人眼

游离误差。 正因如此,在创造历法的过程中,郭守敬等人测量的七曜行度数据就具有了相

对于前代更小、更精确的数量级,这也是《授时历》能取得如此高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更细化的刻度、更准确的天空坐标的追求,无疑是促成宋元之际中国天文学得到快速进

步的重要原因。

致　 谢　 本文曾在“第十届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上报告,并得到王广超教授的有

益指点。 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及邹大海研究员惠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苏州碑刻博物馆为

本文提供了天文图高清图片,“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2547)”为本文第

一作者提供了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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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stellar
 

observation
 

issues
 

during
 

the
 

Chongning
 

 崇宁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studying
 

a
 

new
 

batch
 

of
 

ancient
 

star
 

data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
 

large-scale
 

star
 

observation
 

activit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Huangyou
 

 皇
祐  

 

period
 

was
 

actually
 

carried
 

out
 

during
 

the
 

Chongning
 

period.
 

After
 

eliminating
 

the
 

made-up
 

com-
ponents

 

in
 

this
 

batch
 

of
 

data 
 

and
 

calculating
 

its
 

observation
 

accuracy
 

and
 

age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observation
 

accuracy
 

of
 

Chongning
 

star
 

data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Huangyou
 

star
 

catalog 
 

making
 

it
 

the
 

highest
 

level
 

of
 

Northern
 

Song
 

star
 

observations
 

yet
 

see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key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stronomical
 

observa-
tion.

 

Astronomical
 

observers
 

in
 

this
 

period
 

paid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the
 

armillary
 

sphere
 

and
 

pursued
 

precision
 

of
 

observation
 

data 
 

showing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astronomy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hongning
 

observations
 

were
 

the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this
 

new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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